基于能值分析的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以天津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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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70]摘要：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从关注不同物质、能量和服务之间质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的角度评价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以天津市为例，基于能值分析理论，对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进行量化，从社会、经济、环境3个维度探讨其2008－2020年生态经济系统资源输入、产出、系统服务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天津市近1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以外部能值输入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来拉动，能值自给率下降，经济发展对外界依赖程度增强；环境负载率持续增长，2020年的增长幅度达238%，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潜力持续变弱，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压力，自然生态系统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系统的能值交换率、能值密度和人均能值量呈现增长态势，能值集约水平高；调节服务功能是整个生态系统服务的重中之重，且再生资源能值以及购买和外部来源对整个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影响较大。因此，天津市应不断发展绿色创新技术，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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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oal of "double carb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eco-economic system is evaluat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materials, energy and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ystem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aking Tianjin as an example, the regulation services and cultural services of ecosystem are quantified based on emergy analysis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used by the input, output and system services of eco-economic system resources from 2008 to 2020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ianjin in the past 10 years is mainly driven by external energy input and the consumption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the emergy self-sufficiency rate has decreased, and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the outside worl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increased; the environmental load rate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with an increase rate of 238% in 2020.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eco-economic system continues to weaken, causing great pressure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al ecosystem has been in a state of overload operation. The emergy exchange rate, emergy density and per capita emergy of the system show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the emergy intensive level is high, and the regulation service function is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whole ecosystem service.The emergy of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the purchase and external source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whole system. Therefore, Tianjin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gr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energy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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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尽管城市土地面积只占世界总土地面积的2%左右，但却贡献了全球生产总值（GDP）的70%；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城市中，然而，城市也承担了超过60%的全球能源消耗、70%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70%的全球废物[1]。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聚集与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更面临巨大的挑战。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建立生态目标评价体系、加强生态保护和恢复等措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生态文明进步的政策，如马程等[2] 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为例,利用能值评估方法评估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分析各生态系统及其与城市系统之间的服务流动和依赖关系，提出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对森林和水域生态系统的保育应给予足够关注的政策启示；徐丽婷等[3]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案例区，运用熵值-TOPSIS模型评价城市生态化水平的变化及差异，指出未来生态城市建设应立足城市自身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提升城市生态化水平，建设高质量生态城市的政策建议。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对中国的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性评估，有关评估结果可以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并为其制定有关行动和政策提供依据。
1  文献回顾
[bookmark: OLE_LINK228]国内外学者通过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评估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可持续性。其中，Tang等[4]基于SBM-DEA效率研究方法研究新陈代谢可持续性核算在城市中的应用；Brown等[5]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展开对热电与光伏发电的边界和投资对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Pan[6]等利用水足迹研究铅酸电池回收对城市可持续性评价的影响；Geng等[7]利用物质流分析中国的循环经济；Su等[8]基于环境污染集成的能值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Liu等[9]利用能值分析对北京市城市生活用水代谢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Reza等[10]基于能值的生命周期评价（Em-LCA）对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可持续性进行评价；喻锋等[11]基于能值分析和生态用地分类展开对中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研究；陈亮等[12]以北京市为案例,采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其自然资本存量及自然资本持续度进行评价；胡彪等[13]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展开对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可持续性研究。
然而，上述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最初并不是针对社会经济系统这类具有反馈特性的整个闭环系统而设计的，因此大多忽略了不同物质、能量和服务之间质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而Shen等[14]、Ulgiati等[15]、Zhang等[16]、Nimmanterdwong等[17]和Cao等[18]的研究均表明，基于能量和生态热力学原理的能值分析法（emergy analysis）可以把所有不同类型的能量、资源、产品甚至劳动和服务转化为统一维度的太阳能，更客观地评估非市场投入活动，弥补缺少市场经济分析的不足，反映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的实际成本。同时有研究指出，能值分析法对物质的流动以及能量传递的深刻分析，使其成为系统分析与可持续评估的必要工具[19]。此外，从研究对象上看，目前运用能值分析法的研究主要从产业生态系统、国家、区域、省份、生态城市系统等不同层面来展开。如李春发等[20]以天津滨海新区产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能值分析法对产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进行研究；李志龙等[21]以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能值理论对旅游生态化进行测度及空间异质性分析；Pan等[22]以全球国家为研究对象，展开环境核算方法的研究分析；Cohen等[23]基于能值合成法，展开对肯尼亚多尺度土壤侵蚀的环境成本的研究；Pan等[24]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基于能值评价方法对工业园区进行评价与改进分析；Wang等[25]基于能值理论展开对农业生态系统的优化与评价；Li等[26]以山东日照市为例，基于能值分析方法对生态城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和分析。
因此，本研究基于能值分析理论，以天津市为例，分析其生态经济系统在环境、经济、社会3个维度下的综合绩效水平，以期为政府决策者和城市管理者在改善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bookmark: OLE_LINK260]能值分析法以生态热力学理论为基础，由美国生态学家Odum[27]5提出，Brown等[28]随后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陈亮等[12]认为能值分析法可以将消耗的自然资源纳入生产成本进行衡量，以评估自然资源对经济活动的贡献。能值分析法以能值转换率（unit emergy value）作为转换系数，将各种物质转换为能值进行计算，并将能值定义为生产任何一单位产品或服务的直接或间接需求能量的总量，单位为sej。地球生物圈能值基准（global emergy baseline）是指每年向地球上的生物圈输入的总能值。能值基准被修订过许多次，本研究参考Shen等[14]的做法，采用最新的能值基准GEB2016，其值为12E+24 sej/a。
能值分析法的基本步骤如下：首先，收集评估对象基本信息和数据并确定系统边界；其次，绘制系统能流图，描绘系统各层面的输入和输出关系，同时构建能值评价指标，并通过每项输入能流的原始数据乘以该项能值转换率（UEV）得到相应的能值数据；最后分析能值指标，综合评价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指数。
2.1  范围与边界
天津市作为中国4个直辖市之一，地处山东半岛与辽宁半岛交汇点，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位置，城市配套设施完善，交通发达，全市总面积达11 966.45 km2[29]，管辖16个市辖区，为大陆性季风气候。
根据Odum[27]5提出的能值理论，能值流入城市生态经济系统主要包括4个组成部分：（1）可再生资源能值（R），是每天从环境中自然流入的一个系统，包括阳光、风、雨（位势）、雨（化学）和地热能，其中地热是指以位势和化学势的形式储存和转化的可用能量[7]。（2）不可再生资源（LN），包括煤炭、汽油、柴油和表土流失[10]。（3）购买和外部来源（IN），指不可再生能源的能值从研究区域外获得的资源，通常包括燃料（煤、原油、天然气、汽油、柴油、石油、焦炭）、水泥、钢铁、化肥、旅游、服务和进口，以及从外部购买的其他有关物品[10]。（4）流入市场能值（EXP），指在研究区域系统内产出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市场交易形式流出。本研究中的城市生态经济系统，输入的资源为燃料、电、商品、机器、劳动力、服务以及可再生资源[14]，输出的是废物排放量能值及产品与服务能值，系统的物质能量流动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生态经济系统物质能量流动过程

2.2  构建能值指标
构建涵盖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3个子系统的系列绩效指标来评估天津市的经济和资源利用发展状况，对天津市生态经济系统进行能值分析与评价。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天津市生态经济系统能值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指标
	公式表达
	含义

	社会子系统
	购买和外部能源输入能值（IMP）
	IN
	外界输入系统的资源和商品能值

	
	人均可再生资源量（Rcap）
	R/人口
	反映当地可再生资源供给水平

	
	人均能值量（Ucap）
	U/人口
	衡量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标准

	
	人均不可再生资源量（Ncap）
	（IN+LN）/人口
	反映当地不可再生资源需求水平

	
	能值密度（ED）
	U/面积
	评价能值集约度和强度

	
	总能值（U）
	R+LN+IN
	系统的总能值财富

	
经济子系统
	电力能值比率
	用电量/U
	反映工业化水平

	
	能值货币比率（EMR）
	U/地区生产总值（GDP）
	表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能值消耗，反映经济现代化水平

	
	能值交换率（EER)
	IMP/EXP
	对外交流的得失利益水平

	
	能值产出率（EYR)
	U/IMP
	评价系统的经济效益

	
	能值投资率（EIR)
	IN/(R+LN+IN)
	评价社会资本参与度

	
	能值输出比（EXP）
	EXP/U
	向市场输出资源和商品的能值

	环境子系统
	能值自给率（ESR）
	（R+LN）/U
	评价自然环境支付能力

	
	可再生资源比
	R/U
	反映当地可再生资源消耗水平

	
	环境负载率（ELR)
	（IN+LN）/R
	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指数（ESI)
	EYR/ELR
	城市可持续发展程度

	
	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EISD)
	ESI×EER
	考虑能值交换率的可持续发展程度



2.3  量化生态系统服务
Diaz等[30]提出的IPBES概念框架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调节服务、管理服务和文化服务3类。为了评估环境对存在于现有市场外部的人类活动所作的贡献，本研究将生态系统服务量化为能量或能量质量值，并仅重点考虑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量化。
（1）调节服务。考虑到天津市的经济系统结构、功能和森林覆盖率，参考Su等[8]的方法，将固碳和O2的释放、污染治理、水源保护和土壤保持被视为调节服务。其中：
碳固存和O2释放的一般方程如下：

                                                                      （1） 

                                            （2）


式（1）（2）中：为碳固存的能值；为释放的O2量能值；NPP为国内生产总值；T为CO2和O2的对应能值转换率。
参考Zhang等[16]研究，主要以大自然吸收SO2和减缓粉尘方面的作用来衡量污染治理。公式如下：

                                                    （3）




式（3）中：为生态系统服务i的能值；为森林面积；为环境吸收污染物的能力，由于本研究将该森林视为阔叶林，因此环境吸收CO2的能力为8.87 g/m2，降尘能力为1.01×103 g/m2；为对应的能值转换率。
根据Wang等[25]的研究，通过如下方程确定水源保护能值：

                                               （4）

                                                 （5）
式（4）（5）中：Ew 为水资源保护的能值；Qw 为保护水资源的量；ρ为水的密度（103 kg/m3）； G为水能量的吉布斯指数（4.94×109 j/kg）；Tw为相应的能值转化率（sej/J）；P为年平均降雨量（m）；E为年均蒸发量（m）。

	                                                  （6）

                                               （7）   
RKLS=Q×K×LS                                                  （8）
USLE=Q×K×LS×C×S                                            （9）



[bookmark: OLE_LINK95]式（6）～（9）中：为土壤保持力的能值；为土壤的数量保留率；为表土能量转换率，参考Cohen等[23]的做法，平均值按中国亚热带表土热值（19.42×103j/g）；Tsw是相应的能值转换率，；RKLS为潜在土壤流失量；USLE为实际土壤流失量；Q为降雨侵蚀力；K为土壤可蚀性；LS为坡长梯度系数；C为作物管理因子；S为支持实践因素。
（2）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如赵士洞等[31]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总结提出文化服务指非物质利益，即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精神财富、认知能力和智慧发展、反思、娱乐和审美体验，包括知识体系、社会关系和审美价值观。但是Daniel等[32]认为，与其他物质服务相比，文化服务是无形的非物质，很难区分和识别文化服务的真正价值。结合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借鉴Fang等[33]采用差旅成本法、选择显示偏好来评估娱乐活动带来的生态旅游效益的做法，本研究把生态旅游收入作为文化服务价值的原始数据，以其与能值转换率的乘积来表示文化服务的能值。
2.4  敏感性分析
鉴于敏感性分析有助于量化模型参数对模型输出结果的影响，因此借鉴Cho等[34]的研究，采用OAT方法（每次改变一个因素），用于分析不同能值流入对系统可持续性指数的影响；试验结束后，再根据Shen等[14]的做法分别计算R、LN和IN等3个能值流入，即分别增加和减少30%时对应的ESI、EYR和ELR的变化情况，这些变化的绝对差异反映了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对系统能值流入量的敏感性。
2.5  数据来源与流程图
本研究的研究范围为整个天津市行政管理区域，其中材料、能源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来自2009－2021年《天津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研究的步骤和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研究分析步骤指引流程
3  结果分析
3.1  生态系统能流能值分析
对2008－2020年研究期间，采取以四年为间隔分别选取2008、2012、2016和2020年作为代表。如表2所示，天津市可再生资源的能值整体呈下降趋势，2020年较2008年下降8.94%，其中2008、2012、2016和2020年的能值占整个系统总能值的比例分别为44%、33%、25%和19%，占比逐年下降；不可再生资源整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较2008年上升58.6%，年均增幅达4.88%，其中2008、2012、2016和2020年的能值占整个系统总能值的比例分别为2.82%、2.67%、2.61%和2.12%，占比逐年下降；购买和外部来源整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较2008年上升214%，年均增幅达17.83%，其中2008、2012、2016和2020年的能值占整个系统总能值的比例分别为53%、64%、72%和79%，逐年上升态势；流入市场能值整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较2008年上升204.69%，年均增幅达17.06%。
表2  天津市生态系统的能流能值统计
	类别     
	种类
	能值转换率
	太阳能值/sej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20年

	R
	太阳能
	1.00E+00
	6.65E+19
	6.65E+19
	6.65E+19
	6.65E+19

	
	雨水（化学）
	3.10E+04
	1.66E+21
	1.87E+21
	1.63E+21
	1.49E+21

	
	水（位势）
	8.89E+03
	2.00E+17
	2.73E+17
	2.20E+17
	1.93E+17

	
	风能
	6.23E+02
	1.46E+19
	1.46E+19
	1.46E+19
	1.46E+19

	
	地热能
	4.90E+03
	1.15E+19
	1.28E+19
	1.41E+19
	1.46E+19

	
	小计
	
	1.75E+21
	1.96E+21
	1.73E+21
	1.59E+21

	LN
	原煤
	1.22E+05
	1.03E+19
	9.83E+18
	9.20E+18
	8.88E+18

	
	柴油
	1.81E+05
	3.51E+16
	3.22E+16
	2.19E+16
	1.95E+16

	
	表土流失
	9.40E+04
	1.01E+20
	1.49E+20
	1.72E+20
	1.67E+20

	
	小计
	
	1.11E+20
	1.59E+20
	1.81E+20
	1.76E+20

	IN
	电
	2.21E+05
	1.18E+20
	2.06E+20
	2.61E+20
	3.20E+20

	
	原煤
	1.22E+05
	3.60E+20
	6.28E+20
	7.98E+20
	9.80E+20

	
	柴油
	1.81E+05
	1.95E+19
	3.51E+19
	4.40E+19
	4.83E+19

	
	汽油
	1.87E+05
	8.73E+17
	1.45E+18
	1.82E+18
	2.36E+19

	
	商品
	3.32E+12
	1.21E+21
	2.02E+21
	2.55E+21
	3.19E+21

	
	服务
	3.32E+12
	3.75E+20
	9.40E+20
	1.38E+21
	1.98E+21

	
	小计
	
	2.08E+21
	3.83E+21
	5.03E+21
	6.54E+21

	EXP
	商品和服务
	3.32E+12
	2.56E+21
	4.98E+21
	6.34E+21
	7.80E+21



3.2  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分析
如表3所示，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20年天津市生态系统服务的总能值分别为5.63E+22 sej、1.07E+23 sej、1.30E+23 sej和1.67E+23 sej，其中调节服务功能占整个生态系统服务的比例较高，分别为96.1%、95.3%、95.4%、94.0%。调节服务功能中，水源保护指标能值最高，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20年水源保护能值占整个生态系统服务总能值的比例分别为81.5%、82.4%、81.5%和80.8%，其他种类的能值占比小于10%。
表3  天津市生态系统服务能值统计结果
	服务功能    
	种类
	能值转换率/（sej.unit-1）
	太阳能值/sej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20年

	调节服务功能
	污染治理
	3.04E+09
	5.20E+21
	8.94E+21
	1.13E+22
	1.40E+22

	
	固碳和氧释放
	5.11E+07
	3.44E+20
	5.93E+20
	7.51E+20
	9.25E+20

	
	土壤保持
	7.40E+04
	2.63E+21
	4.25E+21
	5.52E+21
	7.18E+21

	
	水源保护
	7.00E+03
	4.59E+22
	8.82E+22
	1.06E+23
	1.35E+23

	
	小计
	
	5.41E+22
	1.02E+23
	1.24E+23
	1.57E+23

	文化服务功能
	娱乐与文化
	5.96E+12
	2.23E+21
	4.64E+21
	6.32E+21
	1.01E+22



3.3  能值指标分析
天津市生态经济系统整体评价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1）社会子系统能值分析。2008－2020年，天津市从外界输入能值量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增速明显，年均增速达17.87%，反映出天津市近10年来经济发展对外界的依赖性和需求性不断增强；人均可再生资源量整体上不断下降，且降速明显，年均减少达6.93%，反映出天津市可再生资源方面压力不断增高，需加强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使可再生资源能值不断创造新高度；人均能值量整体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年均增长幅度达6.57%，反映出天津市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人均不可再生资源需求量不断提高，年均增长幅度达13.40%，反映出天津市经济结构、产业发展需优化更新升级，迫切需要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与依赖，以更好地发展和利用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发展；能值密度增幅明显，年均增长幅度达9.27%，反映出天津市工业基础比较发达，经济活动较活跃。
（2）经济子系统能值分析。2008－2020年，天津市电力能值比年均增幅达2.87%，反映出天津市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水平发展速度较慢，因此需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业，推进重工业升级转型，以数字技术助推产业高级化、智能化发展；能值货币比年均下降1.86%，说明天津市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全市生产总值增速相对缓慢，单位货币所获得的自然生态价值在逐渐减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购买；能值交换率从2008年的0.81上升到2020年的0.84，增长较慢，增幅为3.7%，说明天津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较大，迫切需向知识密集型的集约发展转型，提高输入输出效率；能值产出率从2008年的1.89下降到2020年的1.27，下降幅度达32.8%，说明近10年来天津市受产业系统区位与资源匮乏的影响较大，为满足经济的发展需不断输入能值，而能值输入增长了314%，进一步表明天津市未来迫切需要发展先进绿色制造业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能值投资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从2008年0.53上涨到2020年的0.79，增长幅度达49.06%，说明天津市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政府和社会资本不断涌入，为经济注入活力；能值输出比从2008年的0.65上涨到2020年的0.94，增幅明显，达44.62%，表明天津市能值输出能力随着科技的进步在逐步增强。
（3）环境子系统能值分析。2008－2020年，天津市能值自给率整体上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0.47下降到2020年的0.21，下降幅度达55.3%，说明天津市本地资源已不能满足其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对区域外资源的依赖逐渐加强；可再生资源比从2008年的0.44降到2020年的0.19，下降幅度达56.8%，说明天津市经济发展对能源结构的需求更多依赖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攻克绿色技术创新难关，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环境负载率从2008年的1.25上升到2020年的4.23，环境负载压力增长幅度达238%，可见近10年来天津市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巨大，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仍主要来源于高强度的资源开发与环境胁迫；可持续发展指数（ESI）1）在2008年为1.51，说明2008年前后天津市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发展阶段；2012年到2020年可持续发展指数一直小于1，表明天津市2012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变缓，开始逐步向高消费、低产出发展，发展潜力变弱，区域经济的发展对环境压力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高；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1.22下降到2020年的0.25，降速明显，年均降速幅度达6.63%，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天津市的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性在不断下降，因此加强对生态和环境的有效控制已迫在眉睫。
表4  2008－2020年天津市社会经济环境子系统能值指标统计结果
	子系统  
	指标
	系统能值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20年

	社会子系统
	输入能值/sej
	2.08E+21
	3.83E+21
	5.03E+21
	6.54E+21

	
	人均可再生资源量/（sej/cap）
	6.85E+15
	1.39E+14
	1.11E+14
	1.15E+15

	
	人均能值量/（sej/cap）
	3.35E+14
	4.21E+14
	4.44E+14
	5.99E+14

	
	人均不可再生资源量/（sej/cap）
	1.86E+14
	2.82E+14
	3.33E+14
	4.85E+14

	
	能值密度/（sej/m3）
	3.28E+11
	4.96E+11
	5.78E+11
	6.93E+11

	
	总能值/sej
	3.94E+21
	5.95E+21
	6.94E+21
	8.31E+21

	

经济子系统
	电力能值比率
	0.029
	0.035
	0.038
	0.039

	
	能值货币比率/（sej/元）
	7.60E+09
	6.58E+09
	6.05E+09
	5.90E+09

	
	能值交换率
	0.81
	0.77
	0.79
	0.84

	
	能值产出率
	1.89
	1.55
	1.38
	1.27

	
	能值投资率
	0.53
	0.64
	0.72
	0.79

	
	输出能值比
	0.65
	0.84
	0.91
	0.94

	
环境子系统
	能值自给率
	0.47
	0.36
	0.28
	0.21

	
	可再生资源比
	0.44
	0.33
	0.25
	0.19

	
	环境负载率
	1.25
	2.04
	3.01
	4.23

	
	可持续发展指数
	1.51
	0.76
	0.46
	0.30

	
	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
	1.22
	0.59
	0.36
	0.25


	
3.4  敏感性分析
根据表5可知，对于天津市的生态经济系统：（1）当R减少30%时，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20年ESI指数分别减少39.07%、36.84%、34.78%、33.33%；当R增加30%时，ESI指数分别是原来的27.66倍、34.57倍、38.67倍、51.23倍，且EYR和ELR同样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增幅比较明显，但是当R增加30%时，ESI全部大于10代表经济不发达状态，因此要在系统原本能流投入的基础上适度增加R的投入量，以更有效地提高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2）当LN减少或增加30%时，对ESI、EYR和ELR影响都不大。（3）当IN减少30%时，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20年的ESI指数分别增加68.21%、63.16%、56.52%、53.33%，且ESI指数的值都在1～10之间，表明该系统可持续性发展比较具有潜力；当IN增加30%时，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20年的ESI指数分别减少30.46%、28.95%、28.26%、26.67%，同时EYR和ELR也同样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综上表明，R、IN的投入量变化对整个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较大，即系统对这两种能流的敏感性比较高，其中R的投入量需适度，投入过高与过低都不适当，但IN投入量的减少将会大幅提升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水平与潜力。
表5  天津市生态经济系统敏感性分析结果
	条件
	ESI
	
	EYR
	
	ELR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20年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20年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20年

	70%R
	0.92
	0.48
	0.30
	0.20
	
	1.64
	1.40
	1.28
	1.20
	
	1.79
	2.91
	4.30
	6.03

	R
	1.51
	0.76
	0.46
	0.30
	
	1.89
	1.55
	1.38
	1.27
	
	1.25
	2.04
	3.01
	4.23

	130%R
	41.77
	26.27
	17.79
	15.37
	
	40.23
	41.12
	41.21
	49.93
	
	0.96
	1.57
	2.32
	3.25

	70%LN
	1.52
	0.77
	0.46
	0.30
	
	1.88
	1.54
	1.37
	1.26
	
	1.23
	2.01
	2.98
	4.19

	LN
	1.51
	0.76
	0.46
	0.30
	
	1.89
	1.55
	1.38
	1.27
	
	1.25
	2.04
	3.01
	4.23

	130%LN
	1.50
	0.76
	0.46
	0.30
	
	1.91
	1.57
	1.39
	1.28
	
	1.27
	2.06
	3.04
	4.26

	70%IN
	2.54
	1.24
	0.72
	0.46
	
	2.28
	1.79
	1.54
	1.39
	
	0.90
	1.45
	2.14
	2.99

	IN
	1.51
	0.76
	0.46
	0.30
	
	1.89
	1.55
	1.38
	1.27
	
	1.25
	2.04
	3.01
	4.23

	130%IN
	1.05
	0.54
	0.33
	0.22
	
	1.69
	1.43
	1.29
	1.21
	
	1.61
	2.62
	3.88
	5.46



4  结论与启示
（1） 天津市生态经济系统的总能值用量主要由可再生资源能值、当地不可再生资源、购买和外部来源三部分构成。其中，购买和外部来源2008－2020年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2020年较2008年上升幅度达214%，年均增幅17.83%；当地不可再生资源2020年较2008年上升幅度达58.6%；可再生资源能值处于下降趋势。说明天津市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以外部能值输入及当地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来拉动。
（2） 天津市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自给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本地资源已不能满足自身经济快速发展需求，区域发展对外界的依赖程度在增强，系统安全性、可持续性较低；环境负载率持续增长，环境负载压力增长幅度达238%，且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下降，系统可持续发展潜力变弱，表明天津市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压力，自然生态系统功能不断减弱，系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因此，优化天津市能源利用结构，开发新能源和提高可再生资源利用水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天津市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交换率整体处于上升状态，虽然系统的能值产出率逐年下降，但考虑到天津市所处发展阶段，其能值产出率将会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逐步完成而大幅提高；此外，系统的能值密度和人均能值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且高于国内很多其他发达地区，表明天津市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集约水平高、居民生活幸福度高。
（4） 天津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中，调节服务功能占整个生态系统服务能值的比例最高；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流中，可再生资源能值、当地不可再生资源投入量的变化对整个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影响较大，表明系统对这两种能值流的敏感性比较高。
针对天津市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特点，未来一个时期内，天津市需逐步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不断发展绿色创新技术，改善产业和能源消耗结构，培育一批新兴绿色产业，降低对不可再生资源和外部资源与环境的依赖性，适度开发当地可再生资源，逐步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城市。


注释：
1）可持续性发展指数（ESI）用于评价城市与城市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潜力。根据布朗和乌尔贾蒂的定义，当1<ESI<10，表明区域发展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当ESI>10，表明区域发展处于经济不发达的发展阶段；ESI<1，表明区域发展处于高消费、低产出的发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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